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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董振堂纪念亭。

“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
董振堂，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从宁都起义，奔向光明，到长征路上，勇担后

卫，直至浴血河西、壮烈牺牲。在驰骋疆场、骁勇善战的戎马生涯中立下赫赫战功，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董振堂，1895 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
农民家庭。 1917 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
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
的西北军。 1926 年 9 月，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
十二旅旅长。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其部第
五路军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
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
旅旅长。

1931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经过历时三个月
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
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
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打击，由于
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
浪潮推动，12 月 14 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余人在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重
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以及中共秘密
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并开赴中
央苏区，受到中革军委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
等和苏区军民的热情接待，并通过电台向全国
播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宁都起义后，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第五军团，分编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
军。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
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
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
军军长。为加强红五军团的领导和政治工作，
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刘伯坚分别担任军团政
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此后，部队进行了改编
整训，董振堂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
等革命书籍，更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始
终不渝的决心。

1932年 4月，由何长工同志介绍，董振堂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他坚持要把多年积攒下来的 3000
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毛泽东劝他给自己留
些钱，给家里也寄点。他说：“现在我当了红军，
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
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在百般劝说后，
董振堂留下 300块银元，其余全部作为党费，而留
下的银元也只是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保存着，自
己分文未动。董振堂在 1932年 6月撰写的《宁暴
经过》中写道：“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
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
解放到底。”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董振堂迅速成长为一名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红军优秀军事将领，率部
先后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
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屡立战功，曾获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

宁都起义是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
的武装起义。第二十六路军投向红军，壮大了红
军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对巩固和
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1938年 12月，“宁
都起义”七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纪念大
会，并接见了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他们合
影留念。毛泽东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在合
影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1934年 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
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
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
军主力 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
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根据党中
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五军团担任长征的后卫任
务。红五军团 1.2万余人在董振堂指挥下，一次次
冲破敌人的重兵围堵和步步追击，出色完成阻击
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
赫赫战功，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湘江战役中，董振堂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
斗，动员将士要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精神，
战胜强敌，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不惜流尽最后
一滴血！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
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
军尽没。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
部主任蔡中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
中弹被俘，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后
壮烈牺牲，年仅 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
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湘江战役，红五军团英
勇后卫，浴血奋战数昼夜，阻击了十几倍于己的追
敌，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
江西出发时的 8.6万人锐减至 3万多人。红五军
团由 1万余人锐减到不足 5000人。

1935年 1月，先头部队攻下了遵义城，红五军

团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阻止国民党“追剿”军的
追击，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2月，中央红
军回师黔东北，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军两个
师又八个团，取得大捷。其间，红五军团甘当后
卫、牵制敌军。董振堂采取疑兵之计，以一个团的
兵力成功牵制敌军九个团达七天七夜。

石板河阻击战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著名的
阻击战。1935年 4月 29日，中革军委下达红军速
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革军委副主
席周恩来亲自向董振堂布置任务，要求红五军团
在石板河构筑工事、阻击尾随之敌，掩护中央纵队
渡江。原计划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但由于一个渡口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
垮，一个渡口江面太宽、易受敌机袭击等原因，全
军只能依靠六条船从唯一的皎平渡强渡，所以中
央不得不要求红五军团在皎平渡坚守九天九夜。
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退
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扼守阵地八天，将
几万追兵挡在石板河以外，为主力红军安全渡过
金沙江赢得了时间。

1936年 1月，红五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
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7月 1日，红
五军在阿坝地区与贺龙、萧克等率领的红二方面
军会师，共同北上。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
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将士历尽艰辛，三过雪山草地，
于 10月 8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 10月下旬，为打通苏联援助的道路，红四方面军
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24
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在靖远河包口（今虎豹口）成
功渡河。此后，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渡
过黄河，共计 21800余人。11月 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共中央
决定，组成西路军。其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
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全军共四个团 3000 余人，枪
1000多支。

进入河西走廊后，西路军相继攻占永昌、山丹、临泽。
1937年 1月 1日，红五军攻占高台，俘虏国民党高台县县长
马鹤年、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王兆德及政府人员以及
民团团丁 1400余人，并缴获一些武器。这些被俘的团丁有要
求参加红军的，经过审查后，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在高台县
城，董振堂带头宣传党的政策，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
高台县政府，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成立高台县贫民
救济委员会，斗争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
同时成立了少先队、儿童团和妇救会等群众团体。

1月 12日，马步芳部集中四个骑兵旅向高台城进攻。
董振堂指挥驻守高台城的红五军将士与敌人展开攻守战。敌
军利用大炮、火烧等攻破城外制高点，直逼城下，切断了高台、
临泽两地红军的联系，并牵制了沙河堡主力红军，不分昼夜轮
番攻城。红军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梭镖、石块等砍向敌人、
砸向敌人。20日凌晨，投降的原民团团丁叛变，打开城门，敌
人蜂拥而入，红军将士勇猛拼杀，直至最后一刻，董振堂、杨克明
等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十分悲痛。在延安
举行的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
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1957年，高台烈士陵园建成。园内主要有烈士纪念堂、红
五军阵亡将士公墓、董振堂、杨克明烈士纪念亭和战史陈列
馆。1965年，又在公墓前建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五军阵
亡烈士公墓纪念碑。董振堂纪念亭柱上镌刻着“宁都豪气千
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的楹联。

2009年9月，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
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董振堂。

一心向往光明

勇担铁流后卫

浴血河西走廊

（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日报》）

季羡林先生晚年一直生活在盛誉和掌声中，“国学大
师”“学界泰斗”“国宝”等桂冠被戴在头上，但他对此并不
认同。在《病榻杂记》中他写道：“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
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
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
遑论‘大师’！”

他又在《大觉明慧茶院品茗录》中说：“近几年来，不知
道是从哪里来的一片虚名，套在了我的头上，成了一圈光
环，给我招惹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这个会长，那个
主编，这个顾问，那个理事，纷至沓来，究竟有多少这样的
纸冠，我自己实在无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我成
了采访的对象，这个电台，那个电视台，这家报纸，那家杂
志，又是采访录像，又是电话采访。一遇到什么庆典或什
么纪念，我就成了药方中的甘草，万不能缺。还有无穷无
尽的会议，个个都自称意义重大，非参加不行……校系两
级领导，关心我的健康，在我门上贴上了谢绝会客的通
知。然而知书识字的来访者却熟视无睹，依然想方设法闯
进门来。听说北京某大学一位名人，大概遇到了同我一样
的遭遇，自己在门上大书：某某死了！但是，死了也不行，
他们仍然闯进门来，要向遗体告别……大家都在不同程度
上想找一片人间净土，世外桃源。可每一个并不能都找得
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据《联谊报》）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从留学哈佛时就开始写日记，57年
从未间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共
21卷，其中 16卷是日记，共约 900万字。

竺可桢的日记内容驳杂，涉及社会文化、气象地质、识
才育人、抗战救国、科教兴国等诸多方面，而且记载非常详
细，见人见事，成为后世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宝贵史料。
例如，1936年 8月 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返回浙江大学，一
路盯着车上的里程表，测算着南京到杭州距离，连见到多
少交通工具都记下来：“共见自行车七、驴三、运货车六、公
共汽车八、小车十二、包车四。”

每天记载天气、物候情况，是竺可桢日记的“必选动
作”。天气如何、温度多少、风向湿度怎样，什么时间桃树
开花了、柳树长出绿叶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在日记中
都有记录。作为一名气象学家，这不仅仅是他的日常琐
记，也是他研究的数据来源。即使到了临终前一天，他依
然用颤抖的手在病床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
东风 1-2级，最低-7℃，最高-1℃。”此时他已不能到室外亲
自观测温度，只好依据气象局的报告作了记录，还特意注
上信息来源“局报”两字。

竺可桢日记有着论文般的严谨认真，不论是日记格式
还是内容，均处处彰显着一丝不苟、求是求真的科学家精
神。“求是”是竺可桢为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是他对“求是”二字最精辟的解读。为了完成这
种品格砥砺，竺可桢常常在日记里自省、检讨自己。有人
写诗称赞竺可桢：

滴水欲穿石，万事需恒持。问天孰能道？求是可为之。
日日家国计，科教救亡时。物候常有变，君心未见移。
每当更换日记本时，竺可桢都会在扉页上抄录古诗词

勉励自己。1965年 5月 7日，他抄录了陆游的七绝《冬夜读
书示子聿》；1966年元旦又抄写了岳飞《满江红》中的词句。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
的名人日记之一”。2017 年，浙江大学 120 周年校庆前
夕，竺可桢家人向浙江大学捐赠了竺可桢存世的全部日
记原件。 （据《人民政协报》）

季羡林晚年的烦恼

竺可桢写日记

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部锈迹斑斑的老
旧电话机。这部电话机，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
令员陶勇使用过的重要通信工具，见证了陶勇的智慧、英
勇与坚韧。

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霍邱人，中国人
民解放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扼守黄桥，是 1940年 10月黄桥决战总体部署的关键
一着，也是第三纵队的主要任务。当时，三纵队不足 2000
人，枪不过 1500支，防御兵力明显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根
据粟裕“全力打韩”的指示，陶勇结合敌情、地形，机动灵活
配置兵力：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人员担任警戒；北
门只放 1个班；其余兵力集中在东门一线；同时派出侦察人
员到周围各庄了解、掌握敌情。这部电话机，成为陶勇前
线指挥战斗的“耳目”与“喉舌”。

1940年 10月 4日早晨，国民党韩德勤部八十九军 4个
团和保十旅 2个团，在两架飞机的助力下直扑黄桥东门。
在激烈的阵地拉锯战中，敌我双方伤亡较大。5日晨，敌军
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危急时刻，陶勇甩掉
上衣，举起指挥刀，率领预备队第三团旋风般杀向东门。5日
晚，几天未合眼的陶勇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
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
了出去……新四军黄桥决战，第一、第二纵队穿插分割，第
三纵队里应外合，合围敌八十九军，战斗进行了 5个昼夜，
一举歼敌 1万余人，敌八十九军被彻底歼灭。

1980年，陶勇之子张小勇将这部电话机捐赠给新四军
黄桥战役纪念馆，它成为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英勇战斗的
历史见证。 （据江苏省泰兴市融媒体中心）

一部老旧电话机
见证黄桥决战的峥嵘岁月

■ 文人轶事 ■

1954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鲁迅遗物
时，从一本书刊中发现一张手绘的纸质形势图，上面用铅笔
画着一些简图，还标注了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处的一些地
名。这些地方正是当年鄂豫皖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后经
陈赓鉴定，这张形势图正是他在上海与鲁迅会面时，亲手绘
制的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鲁迅在 1932年 11月 10日的日记中写道：合义昌煤号经
理王君来兜售石炭。这是一句隐语，“王君”正是化名“王庸”
的陈赓。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赓在上海养病期间，与
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见。

1932 年，陈赓在新集西北的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伤。
因伤势严重、行动困难，陈赓不得不离开主力部队，前往上海
就医治疗。养病期间，陈赓除看报获取信息外，还经常与上
海的地下工作者们交谈。他们都十分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
就结合自身战斗经历讲述鄂豫皖军民在反“围剿”作战中的
战斗故事。大家听完后，一致认为应该将鄂豫皖军民不怕牺
牲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记录下来，如果能有一位知名作家将
其写成文学作品传播，其效果不亚于一场大胜仗。陈赓也有
同样的想法，“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红军和革命群众所经历
过的这一切，即使将来革命成功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付

诸行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心向革命的鲁迅。当时在上海
工作的鲁迅，正度过自己“战斗”生活中最光辉的 10年。在
白色恐怖包围下，鲁迅没有屈服，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
念，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
因此，鲁迅也拥有了广泛的“红色朋友圈”，很多共产党人和
进步青年将其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于是，朱镜我将这些故
事记录并油印成册，交给冯雪峰，请他送给鲁迅看。

鲁迅看完这些材料后，深受触动。他听说陈赓还在上海
治病，便提出想见见这位“讲故事”的红军将领。

在组织的安排下，陈赓欣然赴约。在会见过程中，陈赓
为鲁迅详细讲述了红军的英勇作战经历、苏区人民的生活，
引起了鲁迅极大的兴趣，两人交谈至深夜才离开。意犹未尽
的二人，很快有了第二次会面。陈赓更为详细地为鲁迅介绍
了红军作战情况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为更好地了解鄂豫
皖军事形势，鲁迅还特别请陈赓在他的文稿纸背面画了这幅
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

两次促膝长谈后，鲁迅便一直在构思一部反映苏区红
军题材的小说。遗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创作环境所限，鲁迅
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作品，而陈赓随手画的形势图被鲁迅珍
藏起来，成为他与共产党人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据《中国国防报》）

一张手绘形势图背后的故事

陈赓为鲁迅绘制的地图。（资料图片）


